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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历史—社会情境决定论:
基于仪式传播思想起源的考察

刘建明　 于　 风

摘要:根据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关于知识起源的理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是由社会生

存环境决定的,知识本身的发展逻辑和个人的创造性作用不大。 在运用曼海姆的理论观点

检视仪式传播思想的起源时,的确不难发现历史—社会情境的决定性作用;但这种解释是

不充分的,仪式传播思想既有的研究基础和内在发展逻辑,以及研究者的独创性也发挥重

要作用。 问题的根源在于,在阐释社会与知识的关系时,知识社会学过于强调社会单方面

对知识的决定性,知识完全是被动的,而忽视了知识对社会的能动性。 仪式传播思想起源

的历史—社会情境决定论忽视了仪式传播思想对社会的渗透和建构,只有超越历史—社会

情境决定论,才能理解仪式传播思想的确切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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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传播思想指对仪式传播的原创性、系统性知识。 它不只是指单一的某种仪式传播思想,而
是涵盖不同学者提出的不同仪式传播思想。 国外研究者对仪式传播思想体系的建构略有差异。
Rothenbuhler 在 Ritual

 

Communication:From
 

Everyday
 

Conversation
 

to
 

Mediated
 

Ceremony( 《仪式传播:从
每日会话到媒介化盛典》 ,下文简称《仪式传播》 )一书中将“传播的仪式观” “媒介事件”等纳入仪式

传播研究范畴。[1] Sella 在 The
 

Journey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仪式传播之旅》 )一文中把“传播的仪

式观” “媒介事件”和 Rothenbuhler 的“仪式传播”视作仪式传播思想的核心概念框架。[2] 其中,“仪式

传播”探究“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 [1] ,囊括仪式视角下所有的传播研究,
因此可作为同类概念家族的统合性概念。 同时,Rothenbuhler 对不同仪式、不同仪式传播形式和仪式

传播社会价值的系统性和创新性论述,使该概念成为有别于其他同类研究的具体仪式传播思想。 国

内有研究者认为,库尔德里的“媒介仪式”理论探究媒介价值崇拜现象和媒介自身的仪式性,批判大

众媒介利用对符号权力的垄断,建构“媒介里”和“媒介外”的区隔,以及“媒介化中心的迷思” ,其观

点新颖,且以专著论证,符合仪式传播思想的原创性和系统性标准,因此将“媒介仪式”研究纳入仪式

传播思想范畴。[3] 结合国内外研究者观点,本文将“传播的仪式观” “媒介事件” “仪式传播” “媒介仪

式”等作为仪式传播思想的核心概念。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一方面是一种理论,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历史

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4] 。 当本文运用知识社会学作为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检视仪式传播思想概

念的起源,为仪式传播思想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时,发现知识社会学关于知识(思想、概念等)起源

的历史—社会情境决定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仪式传播思想概念的起源,只有同时也探究知识的思想起

源和知识提出者的个人独创性,才能揭示知识的复杂起源问题及其对既有思想的创新价值。 知识社



会学过于强调历史—社会情境对知识起源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知识对社会现实的反作用,只有既

重视历史—社会决定论,同时也重视知识对社会现实的建构,才能更确切把握仪式传播思想的真正

起源。
追溯仪式传播思想的起源,实则为回归仪式传播的元理论。 元理论是关于理论的理论,是对理

论本身的研究与反思,是向着理论自身的回归和探求[5] 。 通过回归元理论,进行反思,力求对相关问

题做知识学的阐释[6] 。 想真正理解和领悟一种思想,就必须回归元理论。 如何综合一门学科的科学

性和人文性呢? 有研究者认为,学科建构应回归元理论研究的道路[7] 。 具体到传播学科,仪式传播

的元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阐释仪式传播思想,对于细化和充实传播学理论和传播思想史具有重要的

学科建构意义。

一、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关于知识起源的历史—社会情境决定论

知识社会学(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探究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着重从社会学角度阐释知识起

源问题。 “知识社会学”术语最早由德国哲学家舍勒在 1924 年提出,舍勒“详尽地分析了人类的知识

是如何由社会所规划的” 。 而曼海姆则是紧随其后“将知识社会学从德国本土扩展开外的功臣。 当

今的社会学家在论及知识社会学时,无论对其持支持态度还是反对态度,通常都是以曼海姆的讨论

风格为依归” [8] 。 知识社会学研究对象———知识,也指思想、认知等,知识社会学也被称为思想社会

学或认知社会学。 曼海姆称,“我们交替使用‘知识社会学’ ‘思想社会学’ ‘认知社会学’ ,因为根据

我们的意见,在未引入认识论的问题之前,这些术语之间的区别是可以被忽略的” [9] 。
曼海姆的“知识”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包括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科学思想以及日常思

想[10] 。 仪式传播研究采取“文化研究取向” [11] ,把传播研究纳入文化研究,仪式传播思想属于文化

思想,因此运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分析仪式传播思想的起源问题是适当的。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包括库恩在内的科学史家,布鲁尔、塞蒂纳在内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等,把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研究

对象拓展到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社会性因素如学缘关系(科学共同体) 、实验室 / 编辑室的人际关系环

境等对自然科学知识起源的决定性作用。
尽管不同学者对知识社会学的性质和范围的认识存在差异,但是“一般来说,人们都同意这样一

种看法,即知识社会学主要关注人类思想和其从中产生的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 [8] 。 这里“社会背

景”在曼海姆看来也包含历史时代的含义,具有历史主义倾向,即认为知识也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受
社会发展进程的制约。 对于人们的绝大多数知识,我们都可以判断它们是何时何地得到系统表

述的[4] 。
知识社会学的首要论题是探究知识的社会起源,一方面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这些知识,因为“只

要人们混淆了它们的社会起源,人们就不可能确切地理解它们” [4] ,另一方面是对传统的知识起源论

进行纠偏,传统起源论认为知识具有先验性,是先天观念自身演进的结果,是天才人物创造性思维的

产物。 知识社会学则认为知识是由历史—社会情境决定的,传统的知识起源论是一种陈旧的方法,
阻碍了人们对社会过程渗透学术思想的认识[4] 。

曼海姆把自己的知识起源理论称作“境况决定论”或“社会境况决定论” [12] 。 他对社会境况决定

论的强调主要基于已经得到证明的事实:①从历史上看,在一些决定性时刻,各种知识的出现都受到

了理论之外多种多样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即“生存因素” 。 ②这些生存因素还渗透到这些知识的形

式和内容之中,甚至还决定了主体研究问题的视角。 曼海姆轻视知识内在的发展逻辑在知识产生中

的作用。 他认为知识不是人们根据事物的特性,加上纯粹的逻辑思辨而推论出来的,知识社会学要

探讨的是知识的“非理论”因素的制约。 曼海姆还认为,知识取决于社会而不是个人,知识社会学应

该关注社会环境而不是个人思维,个人世界观来自其所在群体的互动和社会的协商,知识或思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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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自个人的创造能力,“不是那些伟大的天才所具有的孤立存在的灵感的产物” [4] 。 “即使‘天才’
也不会在真空中思考,他只能在历史提供给他的概念和问题之中选择其思想的起点……不管他给生

活带来多么激进的新奇思想,思想家始终是在当时生活问题的主导状况的基础上展开其思想的” [9] 。
这样在知识起源问题上,曼海姆间接或直接地否定了两个常识性判断:①新知识新思想总是“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获得的,是对以前的知识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②知识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天才

思想家创造性思维的产物。 正因如此,学界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社会决定论” 。

二、历史—社会情境决定论对仪式传播思想起源的适用性考察

当我们将知识起源的历史—社会情境决定论运用于检视仪式传播思想的起源问题时,不难发现

不同的仪式传播思想在起源上的确与当时社会历史情境密切相关,同时也发现,社会历史情境并不

能充分阐释这些思想的起源,这些仪式传播思想实际上也汲取了其他思想养分,并体现了仪式传播

思想提出者的个人独立思考和独到见解。 下文分别逐一阐释“传播的仪式观” “媒介事件” “仪式传

播” “媒介仪式”等仪式传播思想核心概念的社会历史起源及其对其他思想的汲取,以及提出者的个

人创见,以充分把握仪式传播思想的起源问题。
(一)传播的仪式观

传播的仪式观在历史—社会方面主要起源于传统传播学范式的实践“危机” 。 这里“传统传播学

范式”指传播的传递观,“危机”是凯瑞的主观感知或想象。 “实践‘危机’ ”意指传播的传递观被运用

于并主导现实社会,从而在凯瑞看来给社会秩序带来的“紊乱” 。[11]

凯瑞 1975 年提出“传播的仪式观” ,基于宏观的社会文化现实,即在他看来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发

展的不平衡。 受英尼斯影响,凯瑞意识到这种不平衡是由空间偏向的媒介 / 传播的过度膨胀造成的。
这种不平衡状态与传播的传递观在社会和学界的盛行有关,提出传播的仪式观主要是为了对传递观

进行纠偏。[13] 传播的传递观主张传播是信息发布和传递过程,以实现对更远距离和更多人的控制,
这种传播观在人们思想观念中占绝对主导。 受制于传递观,传播学侧重研究大众传播的政治和经济

效果,结果造成人们过度关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而忽视了社会生活的文化秩序或仪式秩序。
由于在凯瑞看来,文化更忠实于人的本性和经验,因此社会生活的文化秩序或仪式秩序更为重要,更
不应受到忽视。[11] 这就是凯瑞认为传播的传递观造成社会秩序“紊乱”的原因所在。

传播的传递观助长了传播 / 社会的空间偏向,仪式观则强调传播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 凯瑞

提倡传播的仪式观,用以抵消传递观主导下的传播实践在空间意义上对社会的扩张,恢复社会在时

间和空间的平衡发展。 传递观是近代以来通信、交通技术进步的产物,这些技术进步和盛行的传递

观,共同促成了空间偏向的社会现实。 这不符合凯瑞倾向社会平衡发展的理想,因此他“希望人们走

出对传播与技术进步田园牧歌式的陶醉” [11] 。
凯瑞认识到传播和仪式的共性实质,此外传播的仪式观与他的政治主张、个人阅历和宗教信仰

存在关联。 凯瑞在政治上倾向于参与式民主,仪式观主导下的传播具有参与式民主政治的“对话”
(conversation)功能[14] 。 传递观主导的传播往往表现为单向度的话语霸权,造成传播或话语权的不

平等,有利于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操纵,不利于真正的民主。 仪式观主张传播是自愿参与的、包括

政治文明在内的文化共享仪式,暗合了凯瑞的参与式民主政治理念。 作为爱尔兰移民后裔,凯瑞青

少年时期在罗德岛一个天主教氛围浓厚的移民社区度过,自己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天主教保留了

繁文缛节的仪式,这些仪式在日常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中起到黏合剂作用。 人际交往中的互动行为

与不同形式的仪式在凯瑞早年生活中交织在一起,使得他倾向于将传播与仪式相关联[13] 。 根据曼

海姆知识社会学关于知识视角的观点,人们看问题的视角与其生活经历、所处群体和周围环境息息

相关,视角是社会决定思想的中介[12] ,传播的仪式观离不开凯瑞的个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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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事实表明,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 ,与他感知的传播的传递观造成紊乱的社会后果或社

会现实密切相关,也与凯瑞的政治信念和早年人生经验存在关联,这些构成了传播的仪式观的历

史—社会背景,符合曼海姆关于知识起源的历史—社会情境决定论。
然而,用历史—社会情境解释传播的仪式观的起源是不够的,传播的仪式观的提出还与传播学

研究面临的“困境”有关。 凯瑞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涉足传播学领域,这时他面对与贝雷尔森类似

的“困境” :传播学过于重视行为主义或功能主义倾向的效果研究,重复进行量化研究,以验证明确无

误的事实,从而陷入裹足不前的境地。 凯瑞寄望于从其他学科汲取知识材料,另辟蹊径,否则传播学

研究只会停滞不前[11] 。 探求传播学理论突破,使传播学重获生机,这种学术追求成为凯瑞提出“传

播的仪式观”的动力。 因此,仪式观顺应了传播学自身求变的发展逻辑。
传播的仪式观从其他学者那里汲取了思想养分。 据凯瑞自述,这些思想至少来源于韦伯、涂尔

干、托克维尔、赫伊津赫、肯尼斯·伯克、休·邓肯、阿道夫·波特曼、托马斯·库恩、克利福德·格尔

兹等,但直接的思想来源还是杜威等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传播思想,包括米德、库利、帕克和戈夫曼

等。[11]尤其是杜威关于传播具有建构和维系一个文化世界,在时间上维系社会的功能,杜威的传播

思想直接启发了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 [15] 。 有研究者认为,这里凯瑞忽略了威廉斯、霍尔等英国

文化研究学派,以及英尼斯等学者的影响[16] 。 由此可见,传播的仪式观受不同学者的思想启发,是
在借鉴他人思想基础上的创新,而不仅仅是由历史—社会情境决定的。

传播的仪式观的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一种新的传播的本体观———仪式观;把文化视角导入美国

传播学研究;注重传播的时间维度而不是空间维度;重新发掘“传播”作为社会纽带的原有内涵;探究

传播的意义和本质,而不是媒介或媒介内容。[17] 这些创新归功于凯瑞的独到见解,因此创新思维成

为他提出仪式观的主观因素。
(二)媒介事件

把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理论纳入仪式传播范畴,是因为他们在阐释大众传播过程中援引了

人类学仪式理论。 具体而言,媒介事件的事件类型、传播过程和事件流程都具有仪式性。 在媒介事

件三种电视脚本中,“加冕”完全是仪式,“征服”和“竞赛”也具有很强的仪式色彩。 在媒介事件的电

视现场直播过程中,记者采访、电视网播出、观众收视,都充满了仪式的敬畏感或神圣感。 一向监督

政府的记者们放弃了平时的批评立场,转而持崇敬的报道态度。 电视网将观众聚集在电视机前进行

集体庆典。 观众奔走相告即将直播的媒介事件,并积极投入庆典之中。 仪式性媒介事件的流程充满

威严,令人敬畏,譬如演奏国歌,或军乐队吹奏哀乐,或外交场合的礼仪等,都体现了媒介事件流程的

仪式感或仪式性。 因此媒介事件也被戴扬和卡茨称为“电视仪式” ,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世俗宗

教”的角色[18] 。 有研究者认为,戴扬和卡茨“在探讨媒介事件的仪式性特征及其社会整合作用的意

义上与‘传播的仪式观’一脉相承” [19] 。
在很大程度上,媒介事件理论属于时代和社会的产物。 戴扬和卡茨的合作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直至 1992 年两人在独立或合作撰写的论文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内容,出版《媒介事

件:历史的现场直播》 (下文简称《媒介事件》 ) ,标志着经典媒介事件理论正式形成。[20] 媒介事件援

引的案例取材于当时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事件,通过观察和分析电视台 / 网对这些事件的现场直

播及其社会影响,戴扬和卡茨提出了媒介事件理论。 这些事件不仅在形式上促使媒介事件理论的提

出,而且构成其重要内容。 书中涉及的事件有:肯尼迪总统的葬礼(1963) 、人类登月事件(1969) 、水
门事件听证会(1973) 、萨达特出访耶路撒冷的“破冰之旅” (1977) 、教皇保罗二世访问波兰(1979) 、
蒙巴顿将军的葬礼(1979) 、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的“皇室婚礼” (1981) 、洛杉矶奥运会(1984) 、甘地

夫人葬礼(1984) 、朝韩失散亲人首次重聚(1985) 、印度与斯里兰卡签署和平协议(1987) 、布拉格游

行示威(1989) 、纽约马拉松赛、奥斯卡年度颁奖典礼,等等。 戴扬称,媒介事件研究有一种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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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感,所研究的事件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前,恐怖袭击活动还没有走上前台成为电视新闻报道的重要

题材,事实上在他与卡茨描绘的这段时期,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出于表达愤怒或展示暴力,而
是表现出希望。[21] 因此,戴扬和卡茨的经典媒介事件又被称为“仪式性”和“庆贺性”媒介事件。[22] 对

西方国家而言,20 世纪 60—80 年代虽然冲突难免但总体上更充满希望的国际国内形势,构成媒介事

件理论的背景板或历史—社会情境。
媒介环境的变化也使得戴扬和卡茨把研究对象聚焦于电视现场直播及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报纸的影响力自广播出现以来一直处于下降态势,而且报纸的地方性特征更为显著(尤其在美国) ,
这使得它不适于作为研究大众媒介的全国性影响的媒介样本。 随着 20 世纪 50—60 年代电视的崛

起,广播为了规避竞争逐渐转向地方化和专业化,不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 到了 70—80 年代,电视

成为唯一的全国性大众媒介,这一时期大多数国家只有一家电视台 / 网,少数电视发达国家也只有个

别几家全国性电视台 / 网垄断大型仪式性事件的电视直播,因此电视成为社会整合最理想的媒介。
媒介事件研究沿袭了新涂尔干主义的思路,探究大众媒介对社会的整合作用。 电视现场直播的重大

事件能吸引更多观众,使他们积极投入其中,从而产生“天涯共此时”的即时在场感和参与感(尽管

是拟态的) 。 观众借此在社会核心价值上达成共识,油然而生民族自豪感和凝聚感,社会因而实现了

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称谓的“机械团结” [23] 。 因此,电视对这些事件的现场直播便成为研究大

众媒介社会效应的理想的节目类型。 媒介形态的进展和媒介环境的变化,构成媒介事件理论产生的

历史—社会情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上述历史—社会情境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媒介事件研究也受到前人研究的影响。 无论是从

研究对象,还是从研究主题来看,其中最直接的影响来自史尔斯和扬关于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登基典

礼的电视现场直播对于战后英帝国整合意义的研究。 库尔德里认为,“戴扬和卡茨对媒介事件的分

析不是凭空臆造的,而是来自一系列关于电视在转播英国皇家仪式中的作用的研究。 史尔斯和扬

(1956)关于 1953 年伊丽莎白女王加冕的文章就是起点。 这篇颇有影响的文章诠释了加冕对战后英

国的意义。 史尔斯和扬从经典的迪尔凯姆(又译涂尔干)式的视角将其解读为‘对国家的再献礼’ ,
即‘确认社会所系的道德价值观的仪式性时刻……一种国家团结的行动’ ” [23] 。 戴扬在接受访谈时,
自称所受到的影响包括涂尔干有关宗教仪式整合社会的研究传统,史尔斯和扬对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加冕仪式的研究,以及 Kurt
 

Lang 和 Gladys
 

Engel
 

Lang(1953)对电视现场直播麦克阿瑟将军从日本返

回芝加哥受到热烈欢迎场景作为首次电视加冕事件的研究。[21] 戴扬和卡茨把涂尔干关于宗教节日

能促进社会联结的观点运用于当今电视传播,电视取代宗教扮演了节日仪式的角色[24] 。 在《媒介事

件》中,戴扬和卡茨分别引用了 Lang 和 Lang,以及史尔斯和扬的文章[18] 。
此外,布尔斯廷对“伪事件”的研究,汉德尔曼关于仪式性公共事件引起社会变革的研究,特纳关

于仪式“阈限”和“反结构”的研究,利维-斯特劳斯关于仪式功效的研究等,被戴扬和卡茨在书中多次

引用,在媒介事件理论中,随处可见这些研究观点的影子。
媒介事件研究一方面直接延续了对早期电视现场直播的社会整合功能的研究,也延续了人类

学、社会学等对仪式—社会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体现了戴扬和卡茨的创新。 这些创新体现在:①媒

介事件研究是“迄今为止将人类学理论应用于媒介的最系统的尝试” [23] 。 将人类学关于仪式的理论

与大众传播学相结合,这得益于戴扬的人类学研究基础和卡茨对学术论题的敏锐,后者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转入电视传播研究,并确定了媒介事件现场直播这一电视节目类型研究的新方向。 ②媒

介事件理论探讨特殊时刻(即媒介事件阈限期)大众媒介的社会整合作用,与同一时期以罗杰·西尔

弗斯通为代表的探讨平时电视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的研究范式形成鲜明对照。
(三)仪式传播

Rothenbuhler 对仪式传播的研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上讲,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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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作为媒介事件的研究也属于仪式传播研究范畴,因为其中着重探讨了这届奥运

会报道的仪式功效问题。 狭义上讲,主要指他在 1998 年出版的《仪式传播》一书,“仪式传播”概念

正源自此书。
早期学术阅历为 Rothenbuhler 撰写《 仪式传播》 奠定一定基础。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

Rothenbuhler 作为学生,参加卡茨在南加州大学安嫩伯格传播学院开设的媒介事件专题研讨会( semi-
nar) ,是媒介事件理论假说的最早接触者之一[22] 。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他运用媒介事件理论研究

洛杉矶奥运会,撰写系列论文(包括博士论文) ,探究这届奥运会的电视现场直播是否通过围绕奥运

会形成特定的公众,以庆贺一套共享的价值观和信念。 他调查美国电视观众收看洛杉矶奥运会的态

度和价值观变化,以及这届奥运会作为仪式性媒介事件和世俗宗教对美国社会整合的意义[25-26] 。 这

一研究侧重奥运会作为世俗宗教节日的仪式性特征,属于仪式传播研究范畴,为后来撰写《仪式传

播》起到铺垫作用。 洛杉矶奥运会以及美国公众对奥运会的态度,构成这一研究的社会背景和内容。
《仪式传播》主要是 Rothenbuhler 对其他学者关于仪式的研究和不同仪式传播形式的研究的梳

理和归纳,并没有重复他对奥运会的研究。 虽然它们都属于仪式传播研究范畴,但是奥运会研究属

于仪式性媒介事件的个案研究,《仪式传播》 更多是对他人既有学术成果的综述和总结。 《仪式传

播》也论及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研究,但把它归为媒介化传播的仪式形式之一。
在《仪式传播》中,“仪式传播”是个统合性概念,囊括了关于仪式的人类学研究,以及仪式视角

下的传播学研究。 本文标题使用“仪式传播”概念,也正缘于此,试图涵盖传播学仪式研究。 《仪式

传播》基本上是一本文献性著作,正如 Rothenbuhler 在前言开篇所言,这本书论及仪式、仪式研究文

献、传播学研究中“仪式”的使用,也论及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和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 它关涉作为

事物的仪式,做事的仪式方式,以及作为一个概念的仪式。 它既是一部文献学论文,也是一种理论运

用。 该书对人类学仪式研究和仪式传播不同形式的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归纳和总结。 在此基础

上,Rothenbuhler 提出自己对仪式和仪式传播的看法和态度。 他说:“仪式对人类共同生活是必不可

少的……我希望那些对仪式持怀疑态度的人们改变想法,恢复仪式生活。 我想指出仪式无处不在,
有利无害。 我想论证仪式的优雅和力量。 我还想指出,在有关社会秩序的设计中,仪式是在人们需

要的时候最温和的、最有效的、理性的再型塑( reform) ” [1] 。
《仪式传播》分为两部分,前部分借助于既有的人类学关于仪式的研究成果,梳理作为传播现象

的仪式及其特征等。 Rothenbuhler 认为,由于所有仪式都离不开人类发明和约定俗成的表情达意的

符号,因此仪式是一种传播。 由于仪式的符号意义深植于人们的意识之中,伴随着人们的社会化过

程,因此仪式传播比其他传播形式往往能产生更强大的效果[1] 。
后部分梳理作为仪式现象的不同传播形式,包括媒介化传播的仪式形式、媒介文化的仪式功能、

政治传播的仪式性,以及包括组织传播在内的日常社会生活传播的仪式性等。 该书既有对凯瑞的传

播的仪式观的评价,也有对戴扬和卡茨的媒介事件的仪式传播特性的归类和评析,更多是对其他各

种仪式理论和仪式传播现象研究的梳理和总结。 甚至还涉及在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之前不同

研究者对传播的仪式性的研究,如生物学家赫胥黎对动物交流行为( communication)的仪式性研究,
戈夫曼对微观社会场景中人际互动仪式的研究,塔奇曼对新闻客观性原则作为“策略性仪式” 的研

究,等等。 最后,Rothenbuhler 深信仪式传播对人类社会生活至关重要,是人际和睦、社会和谐的必要

的传播设计。 这些思想具有鲜明的涂尔干主义和新涂尔干主义倾向。 不难看出,对仪式传播积极社

会效应的笃信,对仪式传播的倡导,正是 Rothenbuhler 撰写此书的动力和用意所在。
虽然《仪式传播》主要是一本文献性著作,但没有停留在介绍、梳理、归纳、总结已有研究成果上。

一些内容和观点体现了 Rothenbuhler 的独立思考或创新,譬如,界定哪些行为容易被误识为仪式但实

际上不属于仪式,断定仪式是一种强有效的传播行为,从传播伦理高度来审视仪式传播的积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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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等。
由此可见,Rothenbuhler 早期对作为仪式性媒介事件的洛杉矶奥运会的研究,取决于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历史—社会情境因素。 他后来的仪式传播研究则离不开对既有成果的吸纳,是在这些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其个人对仪式和仪式传播的见解,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关联性不强,更多体现

了仪式传播学术研究的自我积累和自身发展。
(四)媒介仪式

库尔德里在 2003 年出版的 Media
 

Rituals:A
 

Critical
 

Approach( 《媒介仪式:一种批判的视角》 ,下文

简称《媒介仪式》 )提出并论证“媒介仪式”概念或理论,阐释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媒介价值崇拜,
即媒介仪式现象,并对之予以批判。 根据库尔德里的观点,在媒介化社会,人们的言行举止甚至思

维,有意无意中流露和表现出对媒介的崇拜之情,媒介仪式“成为偏重媒介权威的仪式,而不是偏重

宗教或政治权威的仪式” [27] 。 当今社会一些新型仪式与媒介相关,或者围绕媒介而生发,媒介仪式

探讨的是媒介自身的仪式性[28] 。
之所以出现媒介仪式现象,库尔德里认为是因为符号高度集中在媒介机构,媒介机构垄断着符

号生产和媒介权力,建构“媒介里”和“媒介外”的区隔,“媒介里”的事物 / 人物 / 地点等是“神圣的” ,
有价值的,“媒介外”的事物 / 人物 / 地点等是普通的,无价值的。 由于媒介机构更容易接近社会“中

心” ,为其代言或框架那个中心,因此库尔德里称之为“媒介化中心的迷思” [23] 。 这就是媒介权威和

媒介价值的来源,也是媒介仪式现象产生的根源。 通过探索媒介仪式现象,库尔德里阐释其之所以

产生的潜隐机理,揭开其背后的神秘面纱,为媒介仪式现象祛魅。
从社会情境来看,媒介仪式理论基于媒介化社会的现实———媒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媒介给我们的生活施加秩序,对我们的社会空间进行组织,媒介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似乎代表

着我们共同的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 社会生活通过拥有特殊权力的媒介系统得以“传递” ( media-
ted) ,我们的行为和想法被卷入这个过程[23] 。 人们的言行实践和思维逻辑总与媒介相关联,并处处

彰显媒介的价值和权威性,社会生活体现出鲜明的媒介化和仪式化特征。
媒介仪式理论出现在 21 世纪初,也与媒介环境密切相关。 库尔德里探讨的虽然主要是传统大

众媒介,以及电影、音乐和当时呈上升态势的互联网在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但
是从援用的案例来看,更多地指向电视。 该书共 8 章,除理论框架和未来展望外,其余 4 章用案例来

阐释媒介仪式的神话,这些案例都取材于电视:对电视现场直播的媒介事件的再思考;电视媒介朝圣

现象;电视现场报道和真人秀节目;在电视上倾诉个人隐私。 库尔德里选择电视案例为对象来探究

媒介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原因在于:当时互联网刚兴起不久,其社会影响尚未充分显现。 波曼和威利

斯首次使用“ We
 

Media” (自媒体)是在 2003 年,自媒体刚刚崭露头角,符号权力仍集中掌握在传统

大众媒介机构。 电视处于鼎盛期末段,其影响力相对而言大于其他大众媒介。 媒介仪式理论的出

现,适逢当时电视仍占主导的媒介环境。
虽然库尔德里使用的是“媒介仪式” 术语,但例证多来自 20 世纪 80—90 年代和新世纪初的电

视,可以说他论证的是“电视仪式”现象。 20 世纪 80 年代,格伯纳及其课题组等把电视视为美国的

宗教,认为自前工业社会的宗教以来,电视第一次作为强大的纽带使人们聚集在一起,为不同人群提

供一个每日共享的文化仪式[29] 。 他们认为电视把观众聚拢在电视机前,对他们重复地讲述着一些

规范性的内容,譬如神话、观念、“事实” 、关系等,以此影响和协调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合法化社

会秩序,电视界定这个世界,具有宗教(仪式)的社会功能[30] 。
戈索斯也认为看电视是一种宗教活动。 在她看来,电视对符号形式的使用与犹太教—基督教宗

教传统对符号形式的处理是一样的。 她直接称电视收视行为为“电视仪式” ( TV
 

ritual) ,是“对视频

圣坛的崇拜” ( worship
 

at
 

the
 

video
 

altar) 。 其理由是:电视参与了仪式活动,仪式通常出现在电视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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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殊事件中,电视还仪式性地呈现各种事物;电视参与呈现和阐释偶像,偶像大多数出现在电视剧

中,有时出现在新闻中,其完美形态在电视广告中表现得尤为透彻;电视是偶像破坏的一个主要来

源,偶像破坏通常出现在新闻、谈话节目和纪录片中[1,31-32] 。 戈索斯的电视仪式观与后来库尔德里的

媒介仪式观相近,都着重电视崇拜和电视媒介自身的仪式性,不同之处在于,戈索斯偏重电视节目内

容,库尔德里偏重电视崇拜的外在表现形式。
鉴于电视在西方发达国家 20 世纪 80—90 年代已经进入繁盛期,堪称当时第一媒介,对观众日

常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电视的角色类似于前工业社会中宗教的角色,因此把电视隐喻为宗

教(仪式) ,符合当时的媒介环境和历史—社会情境。
由此可见,包括媒介环境在内的历史—社会情境构成了媒介仪式理论产生的社会渊源。 同时,

媒介仪式理论也沿袭了库尔德里自身的学术研究,以及卡琳·贝克尔的相关研究[33] ,一定程度上也

是对媒介事件理论反思的结果。
2000 年库尔德里出版 The

 

Place
 

of
 

Media
 

Power( 《媒介权力的所在》 )一书,探讨的正是媒介仪式

理论关注的媒介权力问题[34] 。 在《媒介仪式》前言中,库尔德里坦言:“这本书延伸了我前一本书《媒

介权力的所在》的观点” [23] 。 在前一本书中,第二部分(全书共分为四部分)详细探讨了媒介朝圣现

象,在后一本书中,第五章专门探讨这一问题(全书共八章) 。 从这点看,库尔德里的自我学术传承和

发展在媒介仪式研究中有显著体现。
在库尔德里之前,也有学者研究媒介仪式现象,只是没有使用这一命名而已。 库尔德里称:“现

有与我的媒介仪式观点最接近的是瑞典籍美国人类学家卡琳·贝克尔的。”他举例说明,贝克尔在文

章中分析瑞典人生活中的事件———他们在每年提交年度退税表时,当地电视台进行直播,只见人们

手拿退税表,在投递箱上方停留片刻,以便摄像机捕捉记录下交付的一瞬间。 库尔德里认为“这很好

地展现了在媒介中仪式化是如何通过身体而发生的” [23] 。 根据贝克尔的观点,电视摄像机的存在赋

予行动一种新的形式,确切说神圣化或仪式化。 贝克尔论证了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在面对摄像机时,
行为表现会不同寻常,摄像机的存在促成了形式化的行为[33] 。 贝克尔的观点是媒介仪式理论的先

声和缩影,表明在媒介仪式理论提出前,已经出现类似理论观点。
在着重大众媒介建构万众瞩目的社会中心方面,媒介仪式理论沿袭了媒介事件理论观点。 但二

者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库尔德里在《媒介仪式》中用专门一章篇幅“重新思考媒介事件” ,质疑媒

介事件理论关于大众媒介的介入对公众舆论及其价值观的协调,以及对社会的整合作用,尤其是在

全球化背景下对国际社会的整合作用。 媒介仪式理论用大众媒介建构“媒介里”和“媒介外”的等级

秩序和“媒介化社会中心”来取代其社会整合功能,这些观点比较而言显得更稳健更妥当。
媒介仪式理论也体现了库尔德里仪式传播思想的独创性。 这一理论阐释媒介自身的仪式性,突

破了既有的对媒介化传播的仪式形式的研究。 库尔德里采取后涂尔干主义的学术理路,突破了关于

媒介—社会关系的新涂尔干主义解读[35] 。 媒介仪式研究采用媒介实践研究范式[36] ,突破了既有的

媒介文本及其生产机制的媒介研究范式。 媒介仪式理论对符号权力不平等提出挑战,突破了以往汤

普森、布尔迪厄等对符号权力的研究[23] 。
总之,媒介仪式理论既是对当今媒介化社会媒介“神圣”地位和由此生发的媒介崇拜现象的批

判,也是库尔德里在拓展自己前期学术思想,沿袭贝克尔关于媒介的仪式化功能研究,以及反思媒介

事件理论基础上的创新思考。 这表明,曼海姆关于知识起源的历史—社会情境,对媒介仪式思想而

言,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三、对仪式传播思想起源的历史—社会情境决定论的超越

上述分析显示,知识或思想的社会情境决定论在运用于解释仪式传播思想的起源时,虽然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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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充分,撇开仪式传播思想自身的发展逻辑和思想者的创造性,难以全面阐释仪式传播思想的确

切起源。 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知识社会学对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阐释,社会情境决定论过于强调

社会对知识的决定作用,这虽然符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片面注重社会存

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性,忽略了社会意识的独立发展及其对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 这一点与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有所不同,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并没有忽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

在的反作用,尽管存在的决定性是第一位的,意识的反作用是第二位的。 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唯物主

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
这倒不是否定曼海姆的知识的社会决定论,而是为了表明在阐释知识起源问题时,历史—社会

情境只是知识起源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 社会决定论的正当性体现在它与传统认识论的比

较,传统认识论认为,知识是天才人物的创造,是独立于社会的自身演化的结果。 社会决定论认为知

识离不开历史—社会情境,是由历史—社会情境决定的。 相对于传统认识论过于相信知识的个人创

造性和独立性,社会决定论无疑是很有必要的纠偏和补充,对于确切把握知识的真实起源具有重要

的进步意义。
辩证地讲,知识社会学将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纳入社会背景下加以考察,克服了传统认识论的不

足。 但是忽视知识本身的演化逻辑和个人创造性等非社会因素,仅仅从社会背景考察,未免显得片

面化、简单化、绝对化。 在知识与社会的关系中,知识的产生和发展并非像知识社会学主张的那样完

全是被动的,完全由社会情境决定,它也会主动地对社会施加影响。 易言之,人们凭借既有知识或认

知结构来建构社会。 这样,知识建构社会,社会孕育并借助于思想家的创新思维生发新知识。 因此,
新知识会带有既有知识的基因,既有知识会直接或间接地对新知识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知识与社

会是相互推动、循环往复的,新知识的产生难免会受到既有知识的影响。 这一点,却被曼海姆忽

略了。
由于知识社会学认为真理是相对于变动不居的时代和社会情境的,不存在绝对真理,因此社会

决定论容易陷入相对主义泥淖,也常常被指责为相对主义。 这种认识论方面的相对主义也带来了

“曼海姆悖论” ———既然不存在绝对真理,那么知识起源的“历史—社会决定论”也不例外,也不是绝

对真理。 这样,历史—社会情境决定论不能充分阐释知识或思想的起源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
知识社会学出现于现代思想陷入困顿之时。 进入现代社会后,人们的思想呈现多元化发展趋

势,传统社会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一元化、霸权式的思想控制成为过去时,多元化的思想竞争日益凸

显。 不同思想之间的竞争体现了自由、民主、开放的时代精神,但也容易陷入思想多元造成的混乱和

不和谐,这是现代思想自身发展的困厄。 知识社会学主张知识或思想是社会存在的产物,都有自身

存在的社会正当性和合理性,没有谁对谁错之分。 知识社会学用这一观点来协调不同思想之间的纷

争,期望能够解答现代思想发展的悖论,走出现代思想发展的困境。
广义上讲,知识的社会情境决定论并非曼海姆首创,其前身至少可追溯到法国启蒙时期的唯物

主义哲学。 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们精神上的差异主要是由政治、法律制度

等环境造成的。 马克思主义也着重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 知识社会学秉承了这一唯

物主义传统,探讨知识或思想的社会根源,即社会性因素如群体、利益、竞争、世代等对知识的形式、
内容、视角等的影响。 知识社会学单向地、片面地强调社会情境决定论,因而招致学界的质疑和批

评,“他们认为知识社会学过分强调知识受社会存在因素的影响和各种外在条件的制约,使知识不但

无法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而且丧失独立自主性。” [37]

知识(或思想、意见)决定论则走向另一极端。 在西方思想史上,强调思想独立性或知识决定论

具有更悠久的历史。 柏拉图认为理念为始源性存在,知识或真理不但与社会无关,而且是社会的指

导原则。 柏拉图主张治国理政的事应由哲学家来承担,这与他的知识决定论有关,因为他认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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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才能凭借理性掌握真理,凡夫俗子的意见是或然的、不可靠的。 在中世纪,神学思想主宰一

切,《圣经》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和真理标准,属于极端版本的思想或知识决定论。 康德认为人的先

天的认知结构为他构造了世界,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同时也认为意见支配世界,黑格尔认为社会发

展是绝对精神自我演化的结果,韦伯认为新教精神是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动力[37] ,这些观点

都是思想或知识决定论的不同表述。
社会决定论和知识决定论都存在片面强调一方决定另一方的理论缺陷,现象学社会学则试图对

社会与知识的关系进行双向对称性分析。 伯格和卢克曼阐释了知识与社会相互建构的关系,他们

“将知识与社会放置在一个对称性的互动结构中来理解” ,认为“知识与社会并非是那种外在的相互

并列的存在,两者是相互包含和相互转化的” 。[37] 这就避免了将社会与知识置于因果关系的两端,而
是强调二者互动互容的、互为一体的、主体间性的关系。 这表明,知识社会学自身也在发展演化,“从

将知识当作客观世界的精确表象逐渐转向强调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构关系” [38] 。 曼海姆侧重社会

现实对知识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忽略了社会现实或社会世界并非先天性的客观存在,社会现实是在

人类思想基础上建构的,是人类思想或知识的产物。 也就是说,社会现实既有客观实在性的一面,也
有被主观建构的一面,是人类依据自身的观点、思想、意志、知识等建构的。 知识(思想)与社会(现

实)的关系,既有内化或主观化的一面,也有外化或客观化的一面。 内化或主观化意指人们的社会化

过程,人们把社会存在纳入自己的主观意识,进而转化为行动。 内化或主观化也是个体融入社会,传
承社会文化的过程。 外化或客观化意指知识或思想外化为客观现实的过程,人们将自己的思想、主
张、知识等注入社会,合法化社会存在,或者将之转化为一种制度形式,使之成为显在的、客观的现实

存在。 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外化与内化、客观化与主观化过程是一个循环往复的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不再是被动的、外在于社会的,而是与社会共同发生、相互建构并融为一体

的现实存在。 他们特别强调社会与人的互动关系:“社会是人的产物。 社会是一种客观现实。 人是

社会的产物。” [8] 人是知识的主体,知识产生于社会,同时知识也被注入社会,引起社会变化:“知识

与其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辩证关系;也就是说,知识是一种社会产物,知识是社会变迁的一个

因素。” [8]

运用知识社会学理论具体分析仪式传播思想的起源,就会强调历史—社会情境对仪式传播思想

的决定性一面———结合前文分析这一面是显而易见的,但忽略了仪式传播思想自身的独立自主性及

其对社会现实的影响。 譬如,对仪式维系和整合社会的重要性的认知,促成了社会中常见的仪式性

传播现象。 传播的仪式观和仪式传播着重传播对于社会存续、文化传承、人际和谐的重要意义,因而

有助于社会整合。 这种认知预先已经嵌入社会世界,社会世界因此才充满各种各样的仪式传播形

式,而时时处处显示的仪式传播现象反过来成为传播的仪式观和仪式传播思想的根源。
仪式思想对仪式现象的决定性在中国先秦时期已有先例。 中国之所以被称为“礼仪之邦” ,是因

为早在春秋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家已经认识到“礼” (属于仪式)对维系社会等级制度和统

治秩序的重要性。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意识到历史上最早关于仪式的社会学思考来

自孔子及其追随者,儒家学派认为礼仪对社会秩序至关重要[39] 。 实际上,在孔子之前的西周时期,
周公旦已经意识到礼之重要,并制定一系列礼仪规则,他编制的《周礼》详细记载了这些礼仪。 孔子

对“礼”的强调只是鉴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试图恢复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和统治秩

序。 周公旦和孔子的礼仪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可见仪式思想的独立性及其对社会现实的潜在

作用。
在媒介事件理论诞生之前,对媒介事件整合社会的重要意义的预判,是各个国家热衷于媒介事

件现场直播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媒介事件的现场直播能给电视机构带来预期的声望和利润,那么对

非营利性的媒介事件(占媒介事件多数)组织者而言,其好处则是预期的社会整合效应,这表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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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媒介事件积极社会效应的预知。 对媒介事件重要意义的认知与媒介事件现象是互为因果的关

系,而不是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单方面决定媒介事件理论。
媒介事件理论建立在对 20 世纪 60—80 年代一系列重大历史性事件的电视现场直播的分析基础

之上。 在此之前,直播这类事件的社会效应已为人所知。 1953 年史尔斯和扬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登基典礼电视现场直播及其社会效应研究便是例证[40] ,它表明对于那些非突发的、预知的重大事

件电视现场直播的社会整合效应最晚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已被认知。 这些认知一方面来自对社会现

实的感悟和观察,另一方面也会渗透进社会现实,成为建构社会现实的知识因素。
媒介仪式思想反映了媒介崇拜现象,媒介崇拜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媒介仪式理论的产生。 实际上

反过来推论也是成立的———正是由于人们对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神圣”地位的潜在意识或认知,才会

出现媒介崇拜言行。 因此,不能简单认为媒介崇拜的社会现实催生了媒介仪式思想,而是在此之前,
对媒介在社会生活中的“神圣”地位的认知已进入人们的潜意识中,并悄然转化为社会现实,社会因

此才出现媒介仪式现象。
媒介仪式理论彰显“媒介里”高于“媒介外”的等级序列。 媒介仪式源于媒介权力和媒介崇拜,

源于媒介具有“神圣”地位的社会现实。 媒介仪式理论诞生于 21 世纪初,而对媒介重要地位和媒介

权力的认知在 20 世纪已经出现。 譬如,1948 年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提出大众媒介具有“授予地位”
的隐性社会功能[41] ,半个世纪后加布勒称大众媒介的这种功能为“电视摄像机的圣洁化( sanctifica-
tion)功能” [42] 。 20 世纪 90 年代布尔迪厄认识到电视媒介垄断着符号权力,具有建构社会现实的特

权[43] 。 这表明在媒介仪式思想出现之前,大众媒介强大的社会功能和权力已为人所知。 这种认知

一方面会先在、潜移默化地转化为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也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
曼海姆没有区分不同具体学科知识对社会情境的依赖度和敏感度问题,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知

识与人文科学知识可能存在差异。 政治、法律、经济等领域的状况和制度易变性较高,这些社会科学

知识对社会情境的依赖度和敏感度也相应较高。 人文科学知识与此相反,人类文化易变性较低,仪
式传播思想属于文化知识,也属于人类学知识,其对社会情境的依赖度和敏感度也相应较低,这就为

仪式传播思想的独立发展和主体创造性留下空间。
总之,社会现实与关于社会现实的知识不是单方面决定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建构、相互影

响的双向对称关系。 这就间接诠释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关于知识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情境决

定论的症结所在。 只有全面认识社会与知识双向对称和主体间性关系,才能解开这一症结,超越知

识或思想起源的历史—社会情境决定论。 同样,只有全面认识仪式传播思想与产生这些思想的历

史—社会情境之间双向对称和主体间性关系,才能超越仪式传播思想起源的历史—社会情境决

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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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the
 

Determinism
 

by
 

Historical-Social
 

Context:
An

 

Inspection
 

on
 

the
 

Origins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Thoughts

Liu
 

Jianming,Yu
 

Fe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According
 

to
 

Mannheims
 

sociology
 

of
 

knowledge,the
 

knowled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
ences

 

originate
 

from
 

social
 

circumstance
 

rather
 

than
 

evolution
 

of
 

knowledge
 

itself
 

and
 

individual
 

creative
 

abil-
ity. It

 

is
 

indeed
 

valid
 

to
 

apply
 

Mannheims
 

point
 

to
 

the
 

origin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thoughts. But
 

it
 

is
 

not
 

enough
 

to
 

explain
 

the
 

origin;the
 

previous
 

researches,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itself,and
 

researchers
 

crea-
tivity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thoughts.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lies
 

in
 

that
 

when
 

explain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knowledge
 

and
 

society,sociology
 

of
 

knowledge
 

emphasizes
 

too
 

much
 

on
 

the
 

role
 

that
 

society
 

plays
 

one-way
 

on
 

knowledge,and
 

knowledge
 

is
 

totally
 

passive,
meanwhile

 

ignoring
 

the
 

role
 

that
 

knowledge
 

plays
 

actively
 

on
 

society. As
 

to
 

the
 

origin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thoughts,the
 

determinism
 

by
 

historical-social
 

context
 

neglects
 

the
 

active
 

penetration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thoughts
 

into
 

society. Only
 

by
 

transcending
 

the
 

determinism
 

in
 

historical-social
 

context,can
 

we
 

understand
 

correctly
 

the
 

origin
 

of
 

ritual
 

communication
 

thoughts.
Key

 

words:ritual
 

communication;origin
 

of
 

thought;Mannheim;sociology
 

of
 

knowledge;determinism
 

by
 

historical-soci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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